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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制度与中国红十字会立法
*

王荣华  陈寒溪

研究全球化的学者一般认为,法律在历史上一直是全球化水平最低的社会

领域。① 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立法通常被民族国家视为主权中最为核心的部

分, 国际制度对立法领域的影响受到国家边界的刚性制约。因此, 莱斯特 #罗

斯 ( LesterRoss)指出: /国际制度一般不会提供有效的立法援助。0②但是, 在国

际制度影响日益增强、各国不断融入诸多国际制度的今天,主权国家的国内立

法逐渐受到国际制度因素的影响。国际制度对中国国内进程的影响也明显表

现出这个特点,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1949年新中国诞生后, 中国的执政者对经历百年屈辱而艰辛获得的国家

独立倍加珍视,因而在主权问题上极其敏感。不过,至 20世纪 80年代后期, 中

国基本上参与了所有重要的国际组织,中国与各种国际制度的广泛联系开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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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起来。① 塞缪尔 #金 ( Samuel S. K im )评价说,在现代历史上, 中国第一次成

为全球体系中的积极成员。② 随着中国参与国际制度深度和广度的增加,国际

制度对中国的影响也逐渐增大, 有的国际制度甚至影响到了中国国内的立法

活动。③

尽管影响中国国内政治法律进程的国际制度日益增多,但国际制度能为国

内立法所确认的并不多。本文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国际制度在中国国内影响的

差异性, 即在中国国际化进程中, 为什么有些国际制度能为中国国内政治法律

过程所内化, 而有些国际制度则不能?

关于中国与国际制度互动的现有研究涉及中国对联合国及其各个机构的

政策变化,中国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经济组织的关系, 以及

中国与国际环境机制、国际军控和裁军机制间的互动, 甚至更广泛意义上的国

际社会互动对中国政策、认知和利益产生的影响。④ 不过, 所有这些研究更为

关注的是相关领域中的国际制度是否影响中国相关政策, 中国在国际制度中的

行为是否符合既有规范,而不是国际制度如何影响中国的国内政策制定。⑤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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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试图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考察国际红十字会制度在中国的内化过程,

说明为什么作为国际制度的国际红十字运动在不同时期对中国国内的影响大

不相同, 国际红十字规范又是如何影响国内相关立法进程的,进而讨论国际制

度对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变迁的影响。

一、国际制度影响的差异性

国际制度如何影响国家行为? 自从彼得 #古瑞维奇 ( Peter Gourev itch)的

《第二意象的反转》一文发表以来, 关于国际制度 ) ) ) 为某一议题设定的国际

组织及其体系内的条约和规则,包括支撑该组织的规范体系 ) ) ) 国内影响的经

验性研究,重新引起了国际关系学者的关注。现有的研究,有的注重体系层次

的分析, 有的注重国家和社会层次的分析, 甚至还有学者将分析层次置于决策

者个人。① 然而,这些层次的解释虽然有助于我们理解某些问题, 但在解释国

际红十字与中国的关系时均面临很大的不足。

(一 ) 体系层次的解释及其不足

从体系层次分析国际制度的影响,需要关注的问题是:当国际制度发生变

化时,它们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如何变化? 玛莎 #芬尼莫尔 (M artha F innemo re)

关于各国科层组织的研究主要考察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国家 /灌输 0科学政

策组织的作用,以及国家把科学科层组织作为发挥自身功能之重要工具的原

因。她指出, 国际观念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国家的偏好和行为。随着越来越多的

国家接受这一观念,科学科层组织开始在国际上大量出现。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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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对象。参见 A lasta ir Iain Johnston, / Con clusions and Exten sion s: Tow ard M id-Range Theorizing and

B eyond Europe, 0 Interna tional Org an iza tion, V ol159, No. 4 ( Fall 2005) , p11015; A lastair Iain Johnston,

/ The SocialE f fects of In tern at ion al Ins titu tions on Dom est ic ( Foreign Policy) Actors, 0 in DanielW. D rezner,

ed. , L oca ting the P roper Au thori tie s: The In tera ction of D om estic and Interna tional Institu tions (Ann Arbor: The

U n iversity ofM ich igan Press, 2003) , pp1175) 176。

M arth a F innem ore, / In ternationalOrgan izat ions asT each ers ofN orm s: Th eUn itedNat ions Educat ion-

a,l Scient ific and Cu ltu ralO rgan izat ion and Science Policy, 0 Interna tiona l Organiza tion, Vol147, No14 ( Au-

tum n 1993 ), pp1565) 597.



4    

奥迪 #克洛茨 ( Aud ie K lotz)提出了类似的问题: 为什么很多国际组织和国

家对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政权采取了制裁措施, 尽管其中不少国家和国际

组织与南非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他认为,种族平等规范在全球范围的兴起是

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具体而言, 规范通过三种途径影响国家的政策选择,

即共同体与认同、声誉与沟通以及话语和制度。①

罗纳德#米切尔 ( RonaldM itchell)的研究表明, 不同的制度设计会影响国

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对国际机制的遵守。通过比较控制海上石油污染国际机制

的两个 /子机制0,他发现,当国际机制的制度设计能够提高监督的透明度和具

备可信的制裁措施时, 行为体更可能遵守该国际机制。② 丽莲娜 #波特奇娃

( L iliana Botcheva)和丽莎 #马丁 ( L isaM artin)也认为, 当涉及的问题领域具有

较强的外部性并且制度设计具有较强的监督机制以保证制度实施时,国际制度

将导致成员行为的趋同。③

江忆恩 (A lastair Ia in Johnston)将国际制度内的社会化机制区分为说服和社

会影响。他发现,社会化机制不同,与其对应的有效制度设计也会不同。他提出

了一种与自由制度主义相反的制度设计 ) ) ) 建立于共识基础上的非正式性和弱

制度化的制度。他认为,这样的制度设计更有助于国际制度中 /说服0行为的出

现。此外,他对自由制度主义所强调的成员数目较小的制度设计有利于合作的假

设也提出了挑战,认为成员数目较多的国际制度反而有利于社会影响发挥作用。④

以上研究解释了国际制度发生变化时, 对国家行为产生何种影响的问题。

但是,这些研究在解释国际红十字会与中国的关系时面临的困难是,在 20世纪

80、90年代, 国际红十字制度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 但其对中国的影响却增

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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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单元层次的解释及其不足

鉴于体系层次解释的不足,有些学者从国内结构和国内机构组织文化这两

个角度来解释国际制度对国家行为影响的差异性。托马斯 # 里瑟 ) 卡彭

(Thom as R isse-Kappen)认为,国内结构决定跨国行为体在各国不同的政策影

响。按照国家结构、社会结构和政策网络三个维度,他将国内结构分为六类, 分

别是国家控制型、国家主导型、僵局型、法团主义型、社会主导型和脆弱型。他

发现,国家结构会影响跨国行为体进入国内政治体系的难易程度以及对国内造

成政治影响的可能性。对跨国行为体而言,进入国内政治议程的困难程度从国

家控制型到脆弱型逐次降低;影响国内政治的可能性也逐次呈现下降趋势。例

如, 对于国家控制型国内结构的国家, 跨国行为体的进入难度最大, 但进入国内

体系后产生影响的可能性也是最大的; 对于社会主导型国内结构的国家, 国际

制度的进入虽然比较容易但产生影响的可能性较小。①

杰弗里#切克尔 ( Jeffrey T. Checkel)则将国内结构区分为自由型、法团主

义型、国家主义型和国家主导社会型四类。他发现,不同国内结构中国际规范

的扩散机制各不相同。在自由型国内结构中, 国际规范通过社会压力机制扩

散。在法团主义国内结构中,国际规范的主要扩散机制是社会压力, 并辅以

精英学习的扩散机制。在国家主义国内结构中, 国际规范的主要扩散机制是

精英学习, 并辅以社会压力。在国家主导社会型国内结构中, 由于缺乏社会

压力传导机制,精英学习成为主要的国际规范扩散机制。② 安德鲁 #科泰尔

(Andrew P. Cortell)和詹姆斯 #戴维斯 ( JamesW. Davis, Jr. )进行了类似研究

说明不同类型的国内结构如何导致国际准则和规范在国内政治层面产生不同

影响。③

杰弗里 # 勒格罗 ( Jeffrey Legro)提出了国内官僚机构组织文化的理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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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通过分析英国、德国、苏联和美国四国对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禁止潜水艇攻

击民用船只和禁止进行战略性轰炸三项禁止性规范的遵守程度,他检验了国际

规范强度和组织文化两种视角的解释力。研究显示, 在说明上述四国遵守三项

国际规范的程度时,组织文化的解释力强于规范强度的解释。但他也指出, 组

织文化的解释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组织在国内官僚结构中的显要性。①

然而,就国际制度与中国的关系来看, 以上研究也遇到事实上的重要挑战。

20世纪 80、90年代,在中国国内结构和组织文化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

国际红十字会对中国的影响却大大增强了。而且, 在某些情况下, 为什么中国

官僚体系中并不显要的组织也能够推动政府遵守国际制度?

二、国际制度在中国内化的解释框架

国际制度在国内层面的影响,从时序上一般需要经过两个过程: 首先是宏

观层面的扩散,其次是微观层面的内化。国际制度的扩散是指参与国际制度的

(政府和非政府 )行为体增加,以及这些行为体接受国际制度相关规范和原则

的宏观过程。而国际制度的内化是指国际制度进入一国国内社会、政治和法律

进程之中,对其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进程产生持久影响的过程。

一般而言,国际制度的内化是以其扩散为前提的。随着参与国际制度以及

接受其规范的行为体增加, 相应国际制度在国家内化的可能性逐渐增大。但

是, 如果只关注宏观层次国际制度的出现和扩散以及国家行为相应调整之间的

相关性, 而忽视微观层次国际制度内化及其发挥作用的进程,就无法揭示为什

么不同国际制度在中国国际化进程中带来的影响不同。因此, 要了解国际制度

对国家行为产生的影响,必须考察国际制度的内化过程。换言之, 一个国际制

度是否内化于对象国,是我们分析该国际制度影响该国程度的关键。

国际制度的内化进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一是国际制度进入一国国内话

国际政治科学

① JeffreyW. Legro, / W hichN orm sM atter? Revis iting the -Failu re. of Internat ion alism, 0 In ternationa l
Org an iza tion, Vo.l 51, No. 1 (W inter 1997) , pp. 31)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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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二是该国际制度发挥作用和影响。① 国际制度的进入是指国际制度的规范

出现在国内话语体系之中,并得到正面和积极的解读。在本文中, 国际制度发

挥作用指的是国际制度能够影响国家内部的立法活动,使国际制度的规范直接

为国内立法所确认。国际制度能否进入一国话语体系并发挥作用, 最关键的因

素是由该国与国际社会关系所决定的国家身份定位。②

国际社会是由认同主流国际制度的国家组成的共同体。一个国家与国际

社会的关系影响着国际制度进入该国国内话语体系的难易程度。从事实上看,

国家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并非要么认同、要么不认同的截然对立关系, 大多数国

家可能是介于两者之间。但是, 为了便于分析, 在逻辑上我们可以将国家分为

现状型、游离型和革命型三类。与主导国际社会具有正向认同的国家是现状型

国家,与国际社会具有零认同的国家是游离型国家,与国际社会具有负向认同

的国家是革命型国家 (见图-1)。③

图-1 国家 ) 国际社会认同程度④

在特定时期, 国家 ) 国际社会关系所决定的国家身份往往是稳定的, 相对

稳定的身份定位直接影响国家的决策者和精英集团对国际制度合法性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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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制度进入国内话语体系和发挥作用这两个过程的因果机制存在着差异。托马斯# 里瑟 )
卡彭对跨国行为体的国内影响的阶段作了类似区分,即跨国行为体进入国内政治和跨国行为体与国内

行为体的联盟构建两个过程。但是,他认为,两个阶段的决定性因素都是国内结构 ) ) ) 国内结构既决定
了跨国行为体能否获得进入国内政治体系的机会, 也决定了 /获胜联盟 0的规模和形成所需的必要条
件。参见 Thom as R isse-Kappen, / B ringing T ransnationalRelat ion sB ack In, 0 pp125) 28。马修# 伊万杰伊

斯塔的经验性研究则表明,国家可以通过制度安排阻止国际经济信息流入国内,从而阻止国内形成倾向

于开放国内市场的联盟。这从一个方面表明国际制度进入问题的重要性。参见马修# 伊万杰伊斯塔:

《苏联国际化的制度障碍》,载于罗伯特# 基欧汉、海伦# 米尔纳主编:《国际化与国内政治》, 北京大学

出版社 2003年版,第 169) 198页。

之所以对国际制度的内化过程做出这样的区分,是因为国际制度进入国内话语体系和发挥作

用两个过程的因果机制存在差异,下文将对此进行详细分析。另一方面, 从西方国家的视角来看,国际

制度进入国内话语的过程并不是问题,因为现有国家社会的主导观念是西方式的,这决定了这些国家与

国际社会之间基本不存在认同问题。但是,对于非西方国家而言,国际制度的进入就有可能遇到阻碍。

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三个假设》,《世界经济

与政治》2003年第 1期,第 10页。

该图根据秦亚青先生的图修改而得。同上文,第 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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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限制了国际制度进入该国国内话语体系的程度, 以及国际制度在国内发挥

作用的程度。① 一般而言, 由于现状型国家与国际社会是正向认同关系, 这类

国家对国际制度合法性的解读是正面的, 具有良好的历史记忆, 有利于国际制

度进入国内话语体系并发挥作用。游离型国家对国际社会采取漠然和超然的

态度,只有不影响国家根本利益的规范才有可能进入此类国家。对国际社会持

负向认同的革命型国家,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是对立的, 对国际制度的解读也是

负面的, 具有痛苦的历史记忆,因此国际制度很难进入这些国家的内部并发挥

作用。

当然,在革命型国家中,部分国际制度从形式上也可以出现在国内话语体

系之中。那么,其原因何在呢? 江忆恩发现, 在多边国际制度中, /提出提案的

主体可能比提案的内容更具争议 0②。也就是说,在多边制度中, 提案主体的合

法性对于提案被其他国家接受具有重要影响。不过, 进一步的问题是,究竟是

什么决定了提案主体合法性的差异? 同样,在国内政治进程中形成外部压力的

国际制度的合法性是由什么决定呢? 笔者认为,对特定国际制度的历史记忆很

大程度上塑造了国际制度及其压力的合法性。集体历史记忆不仅塑造国家的

身份认同,也塑造了国家之间以及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相互关系。③ 即

使对革命型国家而言,对特定国际制度良好的历史记忆有利于其认可和参加国

际制度; 而对该国际制度痛苦的历史记忆, 则导致其拒绝和抵制国际制度及其

压力。

由于国家与国际社会的敌对关系可能导致对相关国际制度的负向解读, 因

此要在国内立法过程中产生作用是非常困难的。换言之,在这种情况下, 这一

国际制度并未真正进入国内话语体系。例如,核不扩散机制在 20世纪 60年代

即已出现在中国国内话语体系中,但是在当时与国际社会处于敌对状态的中国

政府认为该机制是虚伪的,是为了维持美苏两国的核优势和限制其他国家发展

自身的核力量。因此,虽然核不扩散机制已经出现在中国国内的话语体系, 但

国际政治科学

①

②

③

GerritW. Gong, / Th e B eginn ing ofH istory: Rem embering and Forget ting as Strateg ic Issues, 0 Th e
Wash ing ton Qua rterly, V ol124, No12 ( Sp ring, 2001 ), pp145) 57.

A lasta ir Iain Johnston, / S ocialization in Internation al Ins titu tions: Th eASEAN W ay and Intern at ion al

Relat ion sTheory, 0 p1125.
GerritW. Gong, / Th e B eginn ing ofH istory, 0 pp145)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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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得到正向的理解,因此没有完成真正意义上的 /进入0。

需要指出的是,国家 ) 国际社会的关系是会发生变化的, 因此国家身份的

稳定只是相对的。实际上,从 1949年到 20世纪 90年代初,中国与国际社会的

认同关系就经历从革命型国家、游离型国家到现状型国家的身份变化,从而带

来对国际制度合法性解读的变化。例如, 20世纪 80年代之前, 中国对世界银

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合法性的解读和历史记忆主要是负面的,

对这些多边经济组织普遍持怀疑态度,甚至将这些组织称为 /阻碍世界经济新

秩序建立的最后堡垒 0①。但随着中国从革命型国家向现状型国家的定位转

变, 中国政府对这些国际组织合法性的解读和历史记忆开始向正面改变, 这些

多边经济组织开始进入中国的话语体系并发挥作用。②

国际制度进入国内话语体系就会产生对其合法性不同程度的解读, 这是国

际制度内化的进入阶段。在对国际制度的合法性进行正面解读过程中, 就产生

了接受和遵守国际制度规范的国内和国际压力,于是出现国际制度内化的第二

个阶段, 即影响国内政治法律决策的过程。亚历山大 #温特 (A lexanderW endt)

揭示了国家遵守国际制度的三种原因:外来强迫、利益计算和合法性。在第一

种情况下,国家知道制度和规范是什么,但只有在受到外力胁迫时才服从规范。

在第二种情况下, 国家是在没有胁迫和有选择的前提下,经过成本 ) 收益计算,

认为服从规范符合自身利益,才选择服从。一旦服从规范的成本超过收益, 国

家就改变行为方式。在第三种情况下, 国家服从规范, 是因为认为规范具有合

法性。这三种情况反映了国际制度内化的三个等级。③ 当国际制度进入一国

话语体系之后,国家之所以遵守国际制度, 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受到外来强

迫, 而是因为国家与国际制度的关系正从第二种情况向第三种情况过渡。国际

制度进入一国话语体系,其原则和规范得到正面解读, 国家接受国际制度规范

国际制度与中国红十字会立法

①

②

③

S amuel S. K im, / In ternationalO rgan izations in Ch inese Foreign Policy, 0 Anna ls of th eAm erican A-
cad em y of P ol itica l and S ocial S cien ce, Vol1519 ( Jan. , 1992) , p1142.

关于中国对主要多边国际组织参与及其影响,参见 H arold K. Jacobson and M ichel Oksenberg,

C hinaÄs Partic ipa tion in th e IMF, th eWorld B ank, and GATT : T ow ard a G loba lE conom ic Ord er ( Ann Arbor:

The Un iversity ofM ich igan Press, 1990 )。

关于规范的内化问题的论述,参见亚历山大# 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 ) ,上

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第 337) 3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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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为之立法是因为国际制度规范是合法的, 同时也符合自身利益。此时, 国际

制度内化的程度已经处于较高水平。在这种情况下, 合法性得到正向解读的国

际制度规范必然面临国际和国内的各种压力,要求国内政策发生相应变化。

在国际制度内化的第二个阶段,进入国内特定问题领域话语体系的国际制

度能否在国内环境中发挥作用很大程度上还要受到文化契合的影响。所谓文

化契合是指国际制度与国内话语、法律体系和官僚机构中规范的一致程度。①

由于国际制度承载了规范和社会性意义,因此该规范与国家既有文化的一致性

在很大程度上会限制国际制度在国内层面的影响。文化契合与国际制度的影

响成正比,即文化契合程度越高, 国际制度在国内政治、经济和法律进程中发挥

作用的可能性越大;反之亦然。例如, 亚洲一些国家统治精英由于坚持 /亚洲

价值观0,因而拒绝接受某些主要反映西方人权概念和政治多元化的国际制度

要求。② 本文中,在文化契合的问题上, 笔者主要考察主权认知因素对中国接

受红十字国际制度规范以及对红十字国内立法的影响。

从上述分析可以概括出国际制度在中国内化的理论框架。图-2简要说明

了这一理论及其相关影响变量之间的关系。

图-2 国际红十字会制度在中国的内化过程

国际政治科学

①

②

Jeffrey T. Checke,l / N orm s, Inst itut ion s and National Iden tity in Con temporary E urope, 0 p187; An-

drew P. C ortell and Jam esW. Davis, Jr. , / U nderstand ing the Dom es tic Im pact of In ternationalNorm s: A Re-

search Agenda, 0 In ternationa l S tudies R eview, Vol12, No11 ( Spring, 2000) , pp165) 87.

M ichaelFreem an, / H um an R ights, Dem ocracy and -A sian Valu es. 0, The P acif ic R eview, Vol19,
No13 ( 1996) , pp1352)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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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为什么选择红十字会立法作为案例

本文选取国际红十字运动及其规范为中国红十字会立法所确认作为研究

案例,主要的考虑有两个:

首先,在现有的学术讨论中, 主权是否不可渗透仍然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

题。如果通过中国红十字会国内立法的考察说明国际制度可以 /穿透 0国内立

法这堵最厚实的主权之墙,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预期国际制度可以在不严重侵

蚀主权的其他问题领域中,也会产生类似甚至更大的影响。

其次,从假设检验的角度看,中国红十字会立法是一个 /最不可能 0案例。

从国内结构的角度看,中国大体上可以界定为托马斯 #里瑟 ) 卡彭所说的 /政

府主导型 0国家,国际红十字运动及其规范进入中国国内话语体系时会面临重

大困难, 一旦进入国内则比较容易发挥作用。但是,国际红十字运动却顺利地

进入了中国国内话语体系。从制度设计的解释而言, 当国际制度设有强力的监

督机制时,国家倾向于遵守国际制度。然而, 国际红十字运动并不存在有效的

监督机制,而且在中国红十字会国内立法时, 国际红十字制度并没有发生重大

变革。而从组织文化方面的解释是,国内组织在官僚体系中的显要程度决定组

织文化是否推动国家遵守国际制度。可是,作为普通社会团体的中国红十字会

在国内官僚体系中并不显要,而且也没有与国际红十字运动具有利害关系的显

要国内组织极力推动中国红十字会立法。因此,这些替代性解释都无法较好地

解释中国红十字会立法这一案例。深入分析中国红十字会这一案例,有助于我

们更好地理解这些相关理论的优势与不足,更好地理解国际制度在单位行为体

内的内化过程及其原理。

本文的实证过程主要采用了过程追踪和纵向比较的方法。研究国际制度

的文献大多运用案例研究方法,采取其他方法的比较少。① 这是因为在研究国

际制度作用时,对外部客观环境的分析仅能间接说明国际规范的重要性, 而通

国际制度与中国红十字会立法

① Gary Goertz and Pau l F. D ieh,l / Tow ard a Theory of In ternat ional Norm s: Som e C onceptu al and

M easu rem en t Issues, 0 Journa l of C onf l ic tR esolution, Vol136, No14 ( Dec. , 1992) , p1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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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微观分析则能显示国家行为和国际制度之间的直接联系。① 过程追踪的

优势在于能对 /如何 0的问题做出回答, 即可以对案例原始条件如何导致案

例结果的进程进行检验。② 利用纵向比较, 则对不同时段下同一行为体的

不同行为进行比较, 以近似地达到多个案例比较研究的检验效果。因此 ,

利用这一分析技术可以在不增加案例的情况下, 实现案例比较研究的

效果。③

本文参考了保存于中国红十字总会档案馆中的材料。为了弥补文字材料

的不足, 笔者还对参与立法的红十字会相关人员进行了访谈。④

四、中国身份的变迁与《红十字会法》的提出

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于 1904年。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中国红十字会的

立法工作一直比较薄弱,红十字会的许多工作因此得不到法律的保障和确认。

1988年红十字会在关于《中国红十字会体制改革设想》中第一次正式提出 /红

十字会立法问题0⑤, 这标志着《中国红十字会法》立法进程的开始。

为什么红十字会会在 20世纪 80年代末 90年代初提出立法问题呢? 这与

国际红十字运动进入中国国内体系紧密相连。按照国际红十字运动的相关规

定, 每个国家应当以立法的形式承认该国的红十字会, 以支持该国红十字会的

工作并鼓励其发展。国际红十字运动及其规范真正进入中国国内话语体系之

前, 中国红十字会没有实质性地参与国际红十字运动, 对这些规范和原则缺乏

国际政治科学

①

②

③

④

⑤

Gary Goertz and Pau l F. D ieh,l / Tow ard a Theory of In ternat ional Norm s: Som e C onceptu al and

M easu rem en t Issues, 0 Journa l of C onf l ic tR esolution, Vol136, No14 ( Dec. , 1992) , p1643.

S tephen Van Evera, Gu id e toM ethod s for S tud en ts of P olitical Sc ience (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U-

n ivers ity Press, 1997 ) , p164.
Jack Levy, / Qual itativeM ethods in InternationalRelat ion s, 0 in Frank P. H arvey andM icahel Brech-

er, eds. , Eva lua ting M e thodology in In ternationa l S tudies ( Ann Arbor: The U nivers ity of M ich igan Press,

2002) , p1141.
在资料收集初期,为了尽可能参考多方资料以提高材料可信度,笔者曾经联系国际红十字会档

案中心工作人员寻求帮助。尽管工作人员非常热心地帮我寻找相关材料, 但目前该中心几乎没有保存

1993年之前与中国相关的英文档案。该中心保存了少量法文档案,但限于作者的法语水平未能加以利

用。因此,本文案例研究材料主要基于中文材料和访谈资料。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 1950) 2004》,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5年

版,第 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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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认知,因此无法意识到立法对于中国红十字会自身发展和推动国际红十字

运动的作用, 自然不会提出立法请求。随着国际红十字运动进入中国话语体

系, 中国红十字会开始实质性地参与到国际红十字运动中,发现履行相关的国

际义务需要国家法律的保障,于是提出了立法请求。

1971年加入联合国之前,中国是一个具有明显革命色彩的体系外国家; 此

后到 20世纪 80年代之前,中国可定位为游离型国家; 20世纪 80年代之后, 中

国则表现出明显的体系内认同特征。国际社会参与的增加扩大了中国对国际

社会和国际制度的认同,即使在对自己没有现实利益的方面,也会比以往更注

意遵守国际制度的原则和维护自身的国际声誉。参与国际社会的活动越多, 中

国就越成为国际社会中的一个重要成员,也更加期望自己被视为国际制度积极

而负责任的参与者。受中国与国际社会认同变迁的影响,以改革开放为界限,

中国红十字会参与国际红十字运动的进程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

(一 ) 敌对和怀疑阶段

从 1950年开始到 20世纪 70年代中期, 是中国红十字会参与国际进程的

第一个时期。这一时期中国与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处于对立状态。由于中国

处境相对孤立,中国红十字会便成为国家对外交往的重要窗口。在政府力量的

大力推动下①, 中国红十字会在新中国诞生后迅速恢复了对外工作, 使得这一

时期红十字会的国际化进程带有非常明显的政府色彩。

恢复在国际红十字运动中的合法席位,将台湾国民党代表驱逐出国际红十

字会,是中国红十字会参与国际红十字运动的第一幕。 1950年 10月, 中国红

十字会代表团在时任卫生部长李德全的带领下,参加了在摩纳哥召开的红十字

协会第 21届理事会。这是新中国红十字会第一次参加国际红十字运动的有关

会议。1952年,中国政府承认了包括《1949年有关改善战地伤病者境遇》在内

国际制度与中国红十字会立法

① 1950年红十字会改组后的会章中将红十字会定义为 /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的人民卫生救护团
体 0。同年 12月,政务院又指示红十字会的卫生部分工作归卫生部门管, 外交事务受中央外交部的领

导。分别参见《中国红十字会章》和《关于红十字总会及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属于政务院政法委领导的通

报》,载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 1950) 2004》,第 3、13页。虽然改组后的

红十字会依然强调自身的独立性,但在当时形势下实际已经是受中央领导的 /准政府 0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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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4个日内瓦公约①,在此基础上, 1952年的第 18届国际红十字大会正式承认

中国红十字会为中国唯一合法的全国性红十字会,但中国红十字会与国际红十

字协会的冲突并未由此而停止。在第 19届、20届红十字大会上, 国际红十字

协会依然邀请台湾代表参加大会,这引起了中国红十字会的强烈不满,两次致

电国际红十字常设委员会主席要求将台湾代表清除出大会。② 在第 19届红十

字大会上,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的发言表明了对常设委员会的强烈不满:

/庞赛作为一个国际组织的主席, 竟然胆敢滥用他的权力来为美国制造 -两个

中国 .的阴谋服务, 并且以他对中国代表团以及一切正直人士不能容忍的态度

来扰乱这个会议。0③双方的冲突完全公开化。

中国红十字会和国际红十字协会在台湾问题上还发生过几次摩擦。④ 20

世纪 60和 70年代之后, 中国红十字会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国际红十字协会

的关系更趋政治化、复杂化。由于国际红十字协会邀请了西贡红十字会参加会

议, 中国红十字会于 1967年和 1971年两次拒绝参加国际红十字协会理事会的

会议。⑤

在中国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处于负面认同的情况下,国际红十字运动及

其规范并没有真正进入中国国内政治体系之中,这种情况与当时中国政府对多

国际政治科学

①

②

③

④

⑤

作者认为中国政府对这些公约的承认并不是基于对红十字运动基本价值的认同,而是因为承

认这些公约并不会束缚中国的行为,还能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类似的观点可以参见江忆恩和保

罗# 埃文斯:《中国与多边安全机制》,载于江忆恩、罗伯特# 罗斯主编: 《与中国接触:应对一个崛起的

大国》(黎晓蕾等译 ) ,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1年版,第 319页。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致电国际红十字常设委员会反对制造 /两个中国 0》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致电国际红十字常设委员会主席就台湾问题重申反对制造 /两个中国 0》,载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

《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 1950) 2004》,第 78、100页。

《第十九届国际红十字大会在德里开幕,我代表团要求禁止蒋帮分子参加, 抗议常委会主席滥

用职权为美国阴谋服务》,《人民日报》1957年 10月 29日;《中国只有一个合法政府,蒋帮无权参加国际

会议:李德全在国际红十字大会上发言全文》,《人民日报》1957年 10月 30日。

《中国红十字会致电红十字协会反对制造 /两个中国 0》,载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

字会历史资料选编: 1950) 2004》,第 88页; 《中国红十字会致电红十字会协会季刊上刊登的世界红十

字地图上的错误,抗议制造 /两个中国 0》,载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

1950) 2004》,第 114页。

参见《中国红十字会致电红十字会协会决定不出席第 29届理事会》和《中国红十字会致电红十

字协会不参加第 31届理事会》,载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 1950) 2004》,

第 112、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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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国际制度存在的普遍怀疑和极其不信任是一致的。①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

时期的中国红十字更多的是为政府对外宣传和交往提供了比较方便的场合和

手段。国际红十字运动及其规范进入中国的进程并没有因中国红十字会合法

地位的恢复而同步开始。这一时期中国红十字会与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关系基

本处于游离状态, 甚至是对立状态, 对国际红十字运动规范的认可程度极低。

因此,这一时期中国红十字会从未提出在国内立法的问题。直至 1988年,中国

红十字会才初次提出红十字立法问题,当时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正从游离型

向现状型转变。

(二 ) 融入和积极参与阶段

20世纪 80年代初,中国对国际红十字制度合法性的解读开始发生较大的

变化。为了推动国内经济发展、改善国际形象,中国加入联合国之后 ) ) ) 尤其

是对外开放之后 ) ) ) 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有了明显改善。1979年之后的十

年中国迎来了参与国际进程的第一个高潮。认同关系改善的直接结果是,中国

参与的多边条约明显增加。 1979) 1988年十年之间, 中国政府参与的多边条

约达到 114个, 占 1949) 1988年之间中国签订多边国际条约总和的 78. 6%。②

中国与国际社会认同关系的转变改变了中国国内对国际红十字运动的认

知和评价。1980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 #海一行访问中国。全

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在会见代表团成员时, 称赞国际委员会 /为世界

和平作出了杰出贡献0。③ 相比 20世纪 50和 60年代动辄将国际委员会称为

/帮凶0的说法④,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转变, 可以看做是国际红十字运动以正

面形象进入中国话语体系的标志性事件。认知的变化推动中国政府于 1983年

承认《日内瓦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和《日内瓦

公约关于保护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与此同时, 中国红十

国际制度与中国红十字会立法

①

②

③

④

E lizabeth Econom y, / Th e Impact of In ternat ional R egim es on Ch inese Foreign Pol icy-M ak ing, 0
p1232.

以上数据根据外交部网站数据整理得到。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国参加的多边条约

一览表 (截至 2004年 12月 )》, h ttp: / /www. fmp rc. gov. cn /chn /w jb / zzjg / tyfls / tfsck zlk / zgcjddbty / t70814.

htm。

《廖承志会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人民日报》1980年 11月 6日。

这是 20世纪 50年代《人民日报》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国际红十字大会的常用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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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1952) 1988年中国政府每年签署多边国际公约的数目

字会报告中谴责国际红十字协会和国际委员会的话语也基本消失了。可以说,

从新中国诞生之初到 20世纪 90年代, 红十字会经历了从 /中国政府的红十字

会0到 /国际红十字运动中的中国红十字会0的重要转变。

国际红十字运动以正面形象进入中国国内话语体系, 不仅体现在中国红十

字会自身积极参加国际红十字相关运动, 而且也带动了政府部门的参与。 20

世纪 80年代以后, 中国红十字会参加国际委员会各种活动和国际大会的积极

性大大提高, 再未出现不参加国际大会的情形; 参加会议不再是被动地评价、接

受 (或拒绝 )其他代表的建议,开始主动提出对国际红十字运动发展的看法和

建议。1991年红十字会工作计划提出,在国际会议上 /要争取发表更多的有效

提案和有价值的演讲0①。中国红十字会不仅积极参加各种相关国际会议, 还

加强了同国际委员会和其他国际红十字会的联系。 1979) 1985年六年期间,

中国红十字会组团出访 65批, 访问了 30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时,接待了 22个

国家和地区、两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团。② 这表明中国红十字会对国际红十字运

动认同程度明显提高。中国红十字会在国际红十字运动中的活动, 开始由 /将

红十字运动作为宣传政府政策的讲坛 0转变为 /积极融入国际红十字运动 0。

中国红十字会的融入进程带动了相关部门认识和理解国际红十字运动。

国际政治科学

①

②

《中国红十字总会 1991年工作计划》,未刊明日期,第 8页。

钱信忠:《中国红十字会第四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工作报告》,载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

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 1950) 2004》,第 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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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中国红十字会与外交部和总政治部安排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探视被

俘的越南武装人员,与国际委员会共同举办国际人道主义法讲习班。① 这些活

动既加深了政府部门对红十字运动及其规范的认识, 也为这些部门支持红十字

会立法奠定了基础。

为了了解其他国家红十字会法、尽量完善《中国红十字会法》, 1991年中国

红十字会总会组织了一次出国立法考察。这次考察除了总会政策研究室 (负

责起草红十字会法草案的部门 )的相关人员外, 中国红十字会还邀请了外交

部、国务院法制局和人大法工委的相关人员。考察分为东西两线: 东线国家包

括日本和韩国,西线的国家包括瑞士和土耳其。考察的主要内容包括红十字会

法的基本内容、国家对红十字会的支持以及各国参与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基本情

况。对于国家立法机构的人员来说,这次国外考察不仅增加了他们对国际红十

字运动的了解,而且使他们理解了各国红十字会法应具有的基本内容和规范,

大大减少了相关立法部门在此后立法过程中对一些基本条款内容的争议。

20世纪 90年代初,中国红十字会主办了第四届亚太区域红十字会与红新

月会大会,这是中国红十字会成立近百年来第一次主办大型国际红十字会议。

这一方面标志着中国红十字会的国际参与进程进入了积极主动融入的新阶段;

另一方面,主办类似的国际会议不同于单纯参加,可以增进中国领导人对红十

字会的认识和支持。正如中国红十字会在总结这次会议工作时所言: /我们请

国家领导人给会议发贺信、参加开幕式并致词, 增加了他们对红十字会工作的

了解,这些对我们日后的工作都是十分有益的。0②

随着国际红十字运动进入中国国内话语体系以及中国红十字会在国际红

十字运动中地位的提升,中国红十字会开始更加关注自身在国际红十字运动中

的形象, 对国际义务和批评也更为敏感。由于大多数国家红十字会都根据《日

内瓦公约》制定了本国的红十字会法, 中国红十字会希望改变自己尚未立法的

/另类0身份。 1988年红十字会第一次提出立法的理由是, /许多国家根据《日

内瓦公约》制定了本国的红十字会法, 以明确红十字会性质、地位以及国际国

国际制度与中国红十字会立法

①

②

谭云鹤:《把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红十字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载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

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 1950) 2004》,第 208页。

《第四届亚太区域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大会工作总结》,同上书,第 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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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作用 0。① 国务院法制局和人大法工委也认为, /制定《红十字会法》的因素

之一,就是从红十字会作为国际红十字运动的组成部分, 与国际上的做法接轨

考虑的0②。由此可见,提出立法是国际红十字运动进入中国话语体系后中国

红十字运动认知变迁的结果,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红十字会立法会在

20世纪 80年代末期才真正提上了日程。

国际制度进入国内话语体系是其产生国内层面影响的前提,其重要标志是

该制度及其规范得到国内 /相应行为体0的接受。自 20世纪 50年代至 70年代

后期,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严重制约了中国红十字会参与国际红十字运动的

独立性, 也使国际红十字运动进入中国的可能性大大降低。随着中国与国际社

会关系的改善,中国红十字会与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关系才得以恢复, 国际红十

字运动因而真正地进入中国国内话语体系。红十字会立法需求的基础是对国

际红十字运动及其规范的正确理解。只有国际红十字运动及其规范进入中国

国内话语体系后, 中国红十字会才意识到相应的立法需求。由此可见,中国红

十字会提出立法是国际红十字运动进入中国国内话语体系的直接结果。

五、国际制度压力与红十字立法

对红十字国际制度合法性认知的提高,不仅使红十字运动进入中国的国内

话语体系,接受红十字制度、以红十字规范自身行为的国内外压力也随之产生。其

对中国行政管理和法律体系产生影响的最重要表现是规范红十字标志的国内使用。

二战以后, 国际红十字运动积极推动红十字标志在和平时期的规范使用,

并逐渐成为重要的全球规范之一。国际红十字运动在正式和非正式、双边和多

边场合对中国随意使用红十字标志的批评,对中国红十字运动乃至政府内决策

精英形成了一定的压力。但是, 国际制度压力能否产生具体政策的变化, 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大众和决策精英对于这种压力合法性的认知。而对国际制度合

法性的认知, 很大程度上受到该国关于这种国际制度集体历史记忆的影响。

国际政治科学

①

②

《关于中国红十字会体制改革设想》,载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

1950) 2004》,第 190页。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红十字会法〉释义》, 1994年,第 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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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历史记忆与国际制度压力

在主权认知的限制下,国家决策者对来自国际制度的压力十分敏感。在很

多情形下,接受国际制度压力意味着 /示弱 0, 将影响国内政治精英统治的合法

性。因此,一个国家和民族对于国际制度的集体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国

际制度压力的合法性。在政府主导型国家中,由于缺乏社会压力的畅通渠道,

核心决策者的记忆尤为重要。因此, 托马斯 #里瑟 ) 卡朋指出, /跨国的思想

观念要对国内政策产生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人是否愿意听取这些观

念0①。红十字国际制度在中国决策者心目中具有怎样的形象, 直接关系到中

国对红十字规范合法性的认识,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接受红十字的制度规范。中

国红十字会在人道主义领域近百年的贡献及其在中国立法决策者心目中的正

面形象, 使得中国即使在 20世纪 50) 70年代也参加了国际红十字运动, 并在

国际身份变化后以更大的力度推动《中国红十字会法》的立法进程。

1904年 3月 10日, 中国红十字会正式成立,此后在战时医疗救护伤员、战

后重建、赈灾救灾以及和平时期的医疗卫生工作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

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战事连年不断,给民众带来了深重的苦难, 红十字会在

战时的救护和保护平民工作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因而在中国政治精英和普通

民众的心目中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例如, 日俄战争期间, 在国际红十字运动和

中国红十字会的共同努力下, 共募捐白银 20万两, 筹购大米 3万石, 救助难民

46. 7万人。② 红十字会不仅在救护战时受伤人员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还积极参

与战后重建工作, 直接受惠人数达到 225 138人。③

抗日战争期间,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协助中国红十字会为抗战军民开展了大

规模的医疗救护工作,为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据不完全统计, 抗

日战争期间红十字救护总队及其所属医疗队共进行外科手术 11万多例, 收治

伤病人员 214万人次,预防接种 460万人次。④ 他们的工作得到了八路军领导

国际制度与中国红十字会立法

①

②

③

④

Thom as R isse-Kapp en, / Ideas Do Not F loat Freely: T ran snat ional C oal it ion s, Dom estic S tructu res,

and the E nd of the C oldW ar, 0 In terna tional Organiza tion, V ol148, N o12 ( Sp ring, 1994) , p1210.
曲折主编:《中国红十字事业》,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 1999年版,第 31页。

池子华:《红十字与近代中国》,第 51页。

曲折主编:《中国红十字事业》,第 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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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战士的好评。① 毛泽东甚至为医疗队亲自题词,称赞医疗队 /救死扶伤,实行

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0②。

1950年,中国红十字会完成新中国成立后的改组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初

处境相对孤立,在处理一些政府不便出面的国际问题上红十字会发挥了积极作

用。一个典型案例是中日两国红十字会的交往促进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 20

世纪 50年代初期, 中日两国红十字会通过协商, 中国红十字会共协助 2. 6万日

侨回国。这一事件在日本国内引起了积极的反响。③ 后来,中国国家副主席王

震在接见日本红十字会代表时表示, /红十字会的工作很有意义。中日两国红

十字会组织为发展两国和两国人民间的友谊做了大量工作。中日两国邦交正

常化以前,两国红十字会组织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中

日两国红十字会在历史上的这段功绩,中日政府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0④。

可见,近代以来,国际红十字运动和中国红十字会在政治精英心目中享有

很高的地位。1990年中国红十字会第五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时任国家总理

的李鹏在贺信中写道: /中国红十字会遵循人道主义宗旨,在救死扶伤、扶危救

困、敬老助残、助人为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替政府分忧, 为政府解难,

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0⑤国务委员李铁映在大会讲话中对中国红十字会建国

后 40多年来的作用做了更细致的说明,称赞红十字会 /协助政府动员和组织群

众性的卫生救护和社会福利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和促进祖国和平统一, 为增

进同各国红十字会组织的交流与友谊、促进世界进步事业的发展等方面都做了

很多有益的工作, 成效是显著的 0⑥。当年参与立法工作的中国红十字会人员

也认为, 红十字会在立法决策者心目中的形象使他们更容易接受红十字会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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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侯道之等:《中国红十字会第 23医疗队在延安》,《中国红十字》1992年第 1期,第 44) 47页。

曲折主编:《中国红十字事业》,第 39页。

《日本红十字会会长商洽日侨回国问题日方代表团团长岛津忠承感谢中国人民真诚协助日侨

回国,首批日本侨民返国后感谢我国的协助并赞扬我国的成就》,《人民日报》1953年 4月 2日;《归国日

侨致电中国红十字会感谢我会对他们的协助》,载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

编: 1950) 2004》,第 47) 48页。

《王震会见日红十字会会长》,《人民日报》1991年 9月 21日。

《李鹏总理给中国红十字会第五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的贺信》,载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

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 1950) 2004》,第 202页。

《李铁映同志在中国红十字会第五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同上书,第 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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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过程中提出的种种国际规范。①

(二 ) 红十字标志的规范使用

在中国, 红十字标志的随意使用是个历史问题。新中国诞生后,红十字会

被定性为 /人民卫生救护团体 0,并接受中央政府相关部门 (主要是卫生部和内

务部 )的领导。由于红十字会缺乏应有的独立地位,很难规范红十字标志的使

用, 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红十字标志的滥用, 如医院、急救站、救护车、卫生防

疫站、诊所,甚至兽医站和卫生用品上也使用红十字做标记。② 当时中国红十

字会还没有真正融入到国际红十字运动中去,因此对红十字标志的含义以及滥

用标志的后果并不关注。随着不断深入地参与国际红十字运动,中国红十字会

开始认识到正确使用红十字标志的重要性。而且,随着中国红十字会在国际红

十字运动中地位的提高,其对滥用红十字标志的现象以及国际社会对这些现象

的批评更加敏感。因此,利用红十字会法规范国内红十字标志的使用是当时中

国红十字会立法的主要原因之一。③ 红十字标志的规范使用之所以在国内得

以推行, 与二战后国际红十字运动推广规范使用标志的持续努力也是分不

开的。

二战结束以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直致力于推动红十字标志的规范使

用。 1863年,阿皮亚提出, 以红十字作为红十字会的识别标志。这一提议在

1949年签署的《日内瓦公约》中得到确认。日内瓦公约第 38条规定: /为对瑞

士表示敬意, 白底红十字之旗样, 系将其联邦国旗翻转而形成者,留作武装部队

义务部门之标志与特殊记号。0④同时,公约要求《日内瓦公约》缔约国应在本国

制定法律或者在本国红会法中对红十字标志的保护问题做出规定。⑤

《日内瓦公约》的起草者也意识到红十字会标志可能被误用或者滥用的问

题, 因此在《改善战地伤者病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中有相关条款规范各国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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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2006年 1月 8日在中国红十字会总部对参与红十字会立法人员的访谈。

曲折主编:《中国红十字事业》,第 79页。

顾英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 (草案 )〉的说明》,载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

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 1950) 2004》,第 270页。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办公厅编译:《日内瓦四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 2001年,第 14页。

同上书,第 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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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会对标志的使用。但是,这些条款并未能阻止标志的滥用。除了少数几个

国家,其他签约国都没有采取积极措施预防和打击滥用行为。正如一位学者指

出的那样, /有效保护标志使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立法和法院判决, 因为

国家才是履行公约条款的主体0①。

鉴于签约国的消极立法行为,国际委员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引导签约国立

法保护标志的使用。第一项措施是为签约国政府制定相关法律提供法律范本,

希望以此激励尚未立法的国家制定法律。第二项措施是在红十字国际大会和

地区大会上提出国家立法保护标志使用的问题,以引起相关国家红十字会代表

的注意。国际委员会在第 8届至第 25届的历次国际大会上都提出了政府立法

保护标志使用的问题,鼓励尚未立法的国家制定相关法律、已经立法的国家完

善现有法律以预防和打击滥用红十字会标志的行为。

第三项措施是针对各个地区的具体情况,在地区大会上讨论各国保护标志

使用以及相关的立法情况; 同时, 针对每个地区的具体情况提出政策建议。

1977年 3月召开的第一届亚太地区红十字大会 (即新德里会议 )上,国际委员

会向会议提交了一份针对亚太地区各国保护标志中存在问题的建议草案。这

份草案要求已经立法的国家进一步监督法律实施,尚未有保护标志立法的国家

应当尽快通过立法。其中部分内容涉及中国滥用红十字标志的行为,但由于当

时中国红十字会刚刚恢复工作, 因此并未对此做出回应。这份草案获得了通

过, 并成为大会最后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②

尽管国际委员会进行了一系列努力,但由于签约政府的消极态度, 这些措

施并没有立即收到应有的效果。据国际委员会的统计, 到 1981年 7月底只有

50个签约国制定了保护标志使用的有关法律,其中 41个国家的法律已经发挥

实际效力,但其他国家滥用标志的行为依然十分严重。③ 不过, 随着规范红十

字标志使用的红十字会的数量增多,保护红十字标志逐渐形成了一种规范。到

20世纪 90年代初期,绝大多数国家对红十字标志的使用均通过专门法律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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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H ab ib S lim, / Protection of the RedC ross and Red Crescen tEmb lem s and the Repression ofM isuse, 0
Internat iona lR eview of the R ed C ross, No1272, 1989, p1430.

Ib id. , p1432.
Ib id. , p1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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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有些国家则在红十字会法中对标志的使用进行了相应的规定。随着越来

越多的国家 (尤其是亚洲和第三世界国家 )通过法律手段来规范本国红十字标

志的使用,中国政府和红十字会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 /同伴压力 0。①

在诸多双边和多边场合,中国红十字会都面临着来自国际红十字运动和其

他国家红十字会对中国国内红十字标志滥用的批评, 这些机构的领导人甚至利

用与中国政府高层接触的机会直接向中国政府领导提出批评和不满。 1992

年,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索马鲁加访华之时, 在大街上看到药店和医院到处

都是红十字标志表示十分惊讶和不解。在与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会晤时, 他

当场提出中国政府应当规范红十字标志的使用。李鹏总理随即应允中国政府

将尽快采取措施规范红十字标志的使用。②

除了正式渠道的国际压力之外,来自国内的压力在立法过程中也起到了推

动作用。 1991年, 在全国政协七届四次会议上, 6位政协委员联名提案, 建议采

取措施限时纠正滥用红十字标志的现象。他们在提案中指出: /中国红十字会

自 1904年成立以来已有 87年的历史, 但至今在我国还不能正确地使用 -红十

字标志 .。有些外国友人和国际红十字会的朋友对发生在中国的这种现象非

常敏感, 很直率地提出了意见。0③在红十字标志使用规范的压力下,规范红十

字使用在中国第一次被提到政府议事日程上。这一提案的直接结果是 1992年

2月卫生部和红十字总会发出《关于正确使用红十字标志的通知》,要求在全国

采取措施,限时纠正目前社会上误用和滥用红十字标志的现象, 以维护红十字

标志的庄严性。④ 顾英奇在申请立项的报告中提出,制定《红十字会法》是 /维

护红十字标志,有效行使红会特定职责的需求0⑤。在讨论这一立项报告时, 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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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同伴压力 0指本地区其他国家接受规范后对仍未接受规范国家所形成的压力。参见马莎# 芬
尼莫尔、凯瑟琳#斯金克:《国际规范的动力与政治变革》,载于彼德 # 卡赞斯坦等主编:《世界政治理论

的探索与争鸣》,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第 312页。一些社会学研究人员通过对妇女选举权从 1980

年到 1990年在世界范围内扩散的研究证明:在普及妇女选举权成为国际性运动之后, /同伴压力 0在国

家接受国际规范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作用。F rancisco O. Ram irez et a.l , / Th e Chang ing Logic ofPol it ical

C it izensh ip: C ross-Nat ionalA cqu is it ion ofWom enÄs Su ffrage R ights, 1890 to 1990, 0 American Sociolog ica lR e-
view, Vol162 ( Oct. 1997) , pp1740) 742.

2005年 11月 15日笔者在中国红十字会总部对参与红十字会立法人员的访谈。

《卫生部红十字总会通知限时纠正滥用 /红十字0标志》,《人民日报》1992年 2月 19日。

同上。

中国红十字总会:《关于中国红十字会法申请立项的请求》, 1991年 6月 20日,第 7页。



24   

多与会者认为,以《红十字会法》规范红十字标志使用对于中国红十字会有效

开展行动、维护中国政府的形象是有益的。①

作为维护红十字正确使用的主要国际组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自二战结束

以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规范各国国内对红十字标志的使用。这些措施在很

大程度上纠正了大多数国家中滥用和误用红十字标志的现象。对中国红十字

会 (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 )而言,这些规范红十字标志使用的措施和其他国家

相对规范的使用记录,使中国红十字会的外事人员经常在国际场合受到国际委

员会和其他国家的批评以及感受到要加强纠正措施的压力。② 由于国际红十

字运动具有一定的政府间性质,这种批评和压力很容易被政府官员感受到。而

一旦红十字会要求立法以规范国内滥用红十字标志的现象时, 这些批评和压力

也就转变成为推动立法进程的力量。

六、主权认知与红十字立法原则

红十字规范与决策者国家主权认知的契合程度对中国红十字立法的内容

和进程有着重要影响。一般而言,国际制度与国家决策者主权认知的契合程度

越高,国际制度影响国内政治立法进程的可能性越大; 反之亦然。《中国红十

字会法》立法过程中,有关国际红十字运动统一性和独立性原则的争论以及最

终处理办法就体现了这一点。统一性原则契合了当代中国重视主权和领土完

整的理念,因此在推动国务院法制局将红会法列入立法议程的过程中发挥了积

极作用。相反,独立性原则有悖于中国主权认知下 /大政府0的政治文化。因

此, 根据独立性原则来订立享受独立于政府的红十字会的法律条款引发了激烈

的争论。虽然独立性原则在最后时刻获得了认可,但留下了隐形的保留条款。

(一 ) 红十字立法过程中的统一性原则

随着对红十字制度合法性认识的提高,中国红十字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国际政治科学

①

②

2006年 1月 8日笔者在中国红十字会总部对参与红十字会立法人员的访谈。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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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何使《红十字会法》列入国家立法规划。① 20世纪 80年代末, 中国红十字

会曾与相关部门联系协商过立法事宜,但当时并未获得明确答复。与此同时发

生的另外一件大事为红十字会立法提供了机遇,这就是香港回归。香港回归带

来的一个必然问题是香港红十字会的地位问题。更为重要的是,香港红十字会

已经按照《日内瓦公约》和《英国红十字会法》制定了自己的红十字会条例。一

旦香港回归之后, 在香港红十字会与中国红十字会发生冲突时, 它很可能按照

自己的条例来处理,因为当时大陆没有相应的立法。这凸显了制定中国红十字

会法律的必要性。

与此同时, 随着不断融入国际红十字运动, 中国红十字会逐渐理解和接受

了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基本规范和原则。按照《国际红十字会和红新月运动章

程》的规定, /任何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红十字会或者红新月会,它必须向所有

人开放, 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活动0②。这就是红十字会的统一性原则,即在

红十字运动中,一个国家的红十字会如果要得到国际红十字会运动的承认, 它

必须是 /该国唯一的全国性红十字会或者红新月会, 并由一个中央委员会领

导0③。这项原则主要关注的是一国红十字会的内部结构和制度。统一性意味

着行政的统一,从内部事务的角度看, 即只能有一个中央机构 (即总会或总部 )

从事全面筹划,负责分配所获得的各种资源, 确定各种行动; 从对外关系说, 国

家红十字会要参加国际会议, 也只能由一个中央机构来代表其作为正式

成员。④

但是,国际红十字运动的统一性制度规范并没有自动成为红十字会在国内

立法过程中的压力。只有当这种原则在国内遇到挑战时, 它的力量方才体现出

来。⑤ 1984年中英签署联合声明, 英国政府同意将香港归还中国政府。这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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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立法规划的建议是由顾明在 1981年提出的, 1983年正式开始实施,列入国家立法规划对

于整个立法过程具有重大意义。参见 M urray Scot Tann er, The Poli tics of Lawm aking in Post-M ao Ch ina

( Ox ford: C larendon Press, 1999) , p1123。
隋纳启、包富锐:《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 ) ) ) 其起源、结构和职权》,载于朱文奇:《国际人道

法概论》,香港,健宏出版社 1997年版,第 157页。

同上。

中国红十字总会编印:《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基本知识传播手册》, 2002年,第 52页。

Andrew P. C ortell and Jam es W. Davis, Jr. , / Understand ing the Dom estic Im pact of Intern at ion al

Norm s, 0 p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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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红十字会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如何处理与香港红十字会的关系。香港红十

字会成立于 1950年,原是隶属于英国红十字总会的一个分会,香港红十字会按

照《日内瓦公约》及其附约的有关原则和《英国红十字会法》制定了该会的条

例, 为其在香港行动提供了法律保障。无疑, 有必要对中国红十字会与回归后

具有高度自治权的香港红十字会的关系,在法律上做出原则性的界定。如果没

有法律程序对两者关系进行界定,就可能出现关系混乱, 甚至两者同时出现在

国际会议上的可能。随着香港回归的日益临近,这一问题日益突出。中国红十

字会很好地利用了这一时机,向国务院相关部门指出红十字会法的缺失可能带

来的政治和外交影响。1993年, 外交部在回复红十字会请示处理与香港红十

字会问题时指出: /红十字会虽属民间组织, 但具有较强的官方色彩。因此, 在

处理九七年后香港红十字会与我总会以及国际红十字组织和其他国家红十字

会关系时,既要考虑香港特区基本法的有关规定,又要考虑国际红十字和红新

月运动的统一性原则。0

国际规范对国内政治进程的影响通常需要借助国内政治行为体发挥作用。

马丁和西蒙斯认为: /即使像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 OECD )援助目标这样没有

强制执行机制的国际协定也能通过联结国内支持国际协定的利益集团而增加

其对国内政治议程的影响。0①很明显, 中国红十字会通过在立法过程中引入统

一性原则而使其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红十字会最早向政府部门提到统一性

原则,并将之作为立法理由体现在 1991年《关于中国红十字会法申请立项的请

示》中。在这个文件中, 中国红十字会明确提出了统一性原则: /统一性即要求

一个国家只允许有一个红十字会。由于香港、台湾红十字会都有法, 就自然带

来了一个重要的维护权益的问题。台湾、香港都是我国的一部分, 香港在 1997

年要回归祖国,台湾也迟早要与大陆统一, 届时中国红十字会若依香港或者台

湾的法行事显然是不合适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看到中国红十字会立法的重要

性和紧迫性。0②红十字会的这一解释很快也得到了政府部门的肯定。1993年

6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红十字会法》草案修改意见时第一条就提到 /中国

国际政治科学

①

②

L isa L. M artin and B ethA. S imm ons, / Theories andEmp iricalS tud ies of In ternat ional Inst itut ion s, 0
in L isa L. M art in and Beth A. S imm ons, eds. , In terna tional Institu tion s: An In terna tional Organiza tion R eader

( Cam bridge: Th eM IT Press, 2001 ), p1464.
中国红十字总会:《关于中国红十字会法申请立项的请示》, 1991年 6月 20日,第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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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字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性红十字组织,在制定和解释该法时要注意同

港澳台红十字会的关系 0。

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而言,国际制度规范能否被一国所接受并进而影响国内

进程,受到这一规范与该国主流政治文化契合程度的影响。① 换言之, 试图让

立法决策者接受某一国际规范,需要这种规范与该国立法决策者原有的政治文

化相契合。统一性原则之所以能得到中国立法决策者的认可并在立法过程中

发挥作用,是因为它与中国决策者的主权偏好有较高的契合关系。由于中国在

近代历史上曾遭受过山河破碎的屈辱,因此新中国政府对涉及领土和主权完整

的问题特别敏感。这是国际红十字运动统一性原则能够起作用的真正原因

所在。

(二 ) 红十字立法过程中的独立性原则

独立性原则涉及红十字会与政府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红十字

会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一直十分密切。 1950年的《中国红十字会章程》中规

定: 中国红十字总会 /为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的人民卫生救护团体 0。②

1951年, 政务院通报确定红十字会总会由政法委员会 (或由政法委员会委托

中央内务部 )予以经常领导;红十字会业务中有关卫生部分, 同时受中央卫生

部领导; 有关外交事项, 同时受中央外交部的指导。③ 此后, 中国红十字会一

直保持着这种 /半官方 0组织的性质 ) ) ) 不是政府部门, 但受政府部门影响

很大。这与当时中国政府强调政府对社会团体控制的大政府政治文化是相

一致的。

中国红十字会的这一情况与国际红十字运动的独立性原则具有内在的抵

触性。1986年通过的《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章程》规定了七项原则其中就

包括了独立性原则,其基本内容为: /本运动是独立的。虽然各国红十字会是

国际制度与中国红十字会立法

①

②

③

Andrew P. C ortell and Jam es W. Davis, Jr. , / Understand ing the Dom estic Im pact of Intern at ion al

Norm s, 0 pp173) 76.

《中国红十字会会章》( 1950年 9月 6日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公布 ) ,载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

《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 1950) 2004》,第 3页。

《关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属于政务院政法委员会领导的通报》,同上书,第

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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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政府的工作助手,受本国法律的制约, 但必须经常保持独立,以便任何时候

都能按照本运动的原则行事。0①这也成为一国红十字会得到国际承认的重要

前提条件之一。②

国际红十字运动基本原则与中国国内政治文化之间的分歧,使得中国红十

字会立法过程中有关红十字会独立地位条款的争论十分激烈。这一争论首先

体现在中国红十字会内部。红十字会的独立性原则并没有在《中国红十字会

法》的草案中得到体现。③ 在中国红十字会 1990年起草的《红十字会法 (征求

意见稿 )》中依然规定: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由国务院主管, 接受国务院有关部

门的指导。0事实上, 红十字会内部对红十字会与政府关系的认识并不统一。

湖北红十字会在征求意见稿的修改意见中写道: / -接受国务院有关部委指导 .

不写为好。0④但是,上海市红十字会在提到红十字会与政府关系时认为, /红十

字会应属同级政府领导 0⑤。在 1991年的送审稿中进一步将国务院 /有关部

委0明确为卫生部、民政部、外交部和国家教育委员会四个部委。

1992年之前的审议过程中, 这一条款并没有引起注意。 1992年, 中国红十

字会提交送审稿请求国务院审议时,外交部对送审稿中关于红十字会与政府关

系的内容提出了质疑。外交部提出: /红十字会作为民间团体, 对外公开接受

政府领导和政府部门的指导是否妥当? 鉴于我国已经加入红十字国际组织, 根

据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章程规定,一个国家的红十字会欲得到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的承认,必须具备的条件为 -本国合法政府已按照《日内瓦公约》和国家

立法正式承认其为志愿救护团体,担任政府当局的人道主义工作助手 . , -具有

独立的地位, 从而得以按照本运动的基本原则进行活动 .。0⑥但是,国务院其他

部门担心红十字会独立是否符合国家政策,以及在国家和红十字运动利益冲突

国际政治科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章程》,第 215页。

同上书,第 218页。

根据参与红十字会立法的人士回忆,红十字会之所以这样做并非不知道独立性原则的存在,而

是想尽可能减少立法过程中的阻碍。 2006年 1月 8日在中国红十字会总部对参与红十字会立法人员的

访谈。

湖北省红十字会,《对〈中国红十字会法〉(征求意见稿 )的修改意见》, 1990年 6月 19日,第 1

页。

王希孟:《关于中国红十字会立法问题的一些认识和建议》, 1990年 7月,第 6页。

《国务院法制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 (送审稿 )〉的审查报告》,载于中国红十字会

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 1950) 2004》,第 2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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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中国红十字会如何行动的问题。虽然国务院法制局最后采纳了外交部的意

见, 建议将红十字会的地位重新定位为 /遵循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确立的

基本原则,依照中国参加的《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和《中国红十字章

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0, /与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密切合作, 开展活动 0①, 但

是, 为了解决其他部门提出的上述问题,法制局提出一个折中的办法,即在红十

字会法条款将 /中国红十字会遵守宪法和法律 0置于 /遵循国际红十字和红新

月运动确立的基本原则 0之前,以制约中国红十字会的独立性条款。②

七、结   论

本文发现,国际制度对国内立法过程的影响表现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国际制度进入国内政治法律议程。在不同的国家与国际社会关系下,国内话语

对国际制度合法性的解读并不相同。大体而言,革命型国家对国际制度合法性

的解读是负向的, 现状型国家对国际制度合法性的解读是正向的。因此, 前者

拒绝国际制度规范,后者则愿意接受国际制度的约束。但是,在第一阶段,国家

对某个特定国际制度的集体性历史记忆会影响其对该国际制度合法性的解读。

即使对革命型国家而言,虽然它在总体上对国际制度持拒斥态度, 但良好的历

史记忆有助于该国承认、接受甚至加入某个特定的国际制度。

新中国诞生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经历了根本性的变革。这些变化成为中

国与国际社会关系互动的大背景,对于理解国际制度得到中国国内立法确认的

原因至关重要。1971年加入联合国之前, 中国是一个具有明显革命色彩的体

制外国家,因而合法性能得到正向解读从而进入国内话语体系的国际制度很

少。但是,由于国际红十字在中国建立了良好的形象, 所以新中国积极参加了

国际红十字的活动。不过, 中国与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在总体上处于对立状

态, 这使得红十字国际制度的合法性受到了一定限制, 也难以提出红十字的立

法问题。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得以改善,中国越来越成为国

国际制度与中国红十字会立法

①

②

《国务院法制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 (送审稿 )〉的审查报告》,载于中国红十字会

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 1950) 2004》,第 2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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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社会中的重要成员, 国际制度进入中国国内的障碍大大降低。正如玛格丽

特#皮尔逊 (M argaret Pearson)所指出那样,外部组织规范的渗透 /只发生在中

国政府使国内意识形态发生重大变化之后,其动力来自国内0①。皮尔逊所指

的意识形态的重大变化其实就是国家 ) 国际社会关系的变迁。在红十字会的

案例中, 中国政府之所以在 20世纪 90年代接受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基本规范,

并以国家立法的形式来内化这些规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政府参与国际社

会的程度在提高, 因而越来越认同国际社会中被普遍接受的国际制度。

在国际制度影响国内过程的第二阶段,如果国家对国际制度合法性的解读

是正向的,那么,这种合法性就成为国际制度压力的来源。一方面国际社会将

要求国家遵守国际制度,国家也会对国际社会的批评表现出较高的敏感性; 另

一方面, 国内各种行为体也会积极推动国家遵守国际制度,并寻求在国内立法

上为国际制度奠定法理依据。也就是说,合法性得到肯定的国际制度会产生新

的压力推动国内议程的变更,而这种压力的持久性和强度决定着国际制度的影

响效果。在中国规范红十字标志使用的过程中,这种压力得到了明显体现。如

同在第一阶段,对国际规范或者承载这种国际规范国际组织的历史记忆, 也影

响着政府和决策精英对相应国际压力的接受程度。由于中国红十字会在中国

政府决策精英中享有很高评价,这使得立法机构相对比较容易接受红十字会所

承载的国际红十字运动规范,为国内立法确认这些国际规范奠定了基础。

国际制度进入国内话语体系后,相应国内行为体 (或 /沟通行为体 0 )的能

动性对国际制度的作用效果至关重要。在这方面,决策者所持有的主权偏好强

度与国际制度规范是否契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际制度影响国内政治的程

度和效果。实证研究表明, 红十字会的国内立法之所以能得到中国政府的认

可,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基本规范与中国政府的政策主张 (至

少是宣示性主张 )和主权偏好相契合。例如, 国际红十字运动的统一性原则与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治精英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关注是一致的。没有这

种一致, 统一性原则就不可能在推动立法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国际政治科学

① M argaretM . Pearson, / Ch ina and the N orm s of the G lobal Econom ic Reg im e, 0 p1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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